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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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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心理医院, 武汉 430019) 

摘  要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 也会波及到当事人的后代。以往的研

究从父母、孩子和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发现创伤的传递主要表现为症状、任务以及

身份的传递, 并从心理动力学、社会文化、家庭系统、生理机制及存在意义理论方面解释了创伤代际传递的

机制。未来研究应更重视创伤传递过程中不同代之间在表现形式、诊断和治疗上的差异, 关注代际创伤的积

极意义, 并重视国内集体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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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

性事件的当事人 , 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

要他人(Dekel & Goldblatt, 2008)。与创伤传递相关的
术语有很多, 如替代创伤(vicarious tuaumatization), 
二次创伤 (secondary tuaumatization), 跨代创伤
(cross-generational tuaumatization)等。侧重于代际之
间, 特别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 曾被形容
为跨代(trans-generational/cross-generational)传递、
代 际 间 (inter-generational) 传 递 或 多 代 (multi- 
generational)传递(Kellermann, 2001a)。本文中的
“代际传递”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TT)侧重于创伤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
上而下的传递, 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
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 
以“traum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holocaust trauma”
等搜索词检索文献, 发现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
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广义的创伤, 即
广泛性的创伤性事件 , 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 
如抑郁(Garber & Cole, 2010)、攻击和反社会性行
为(Tzoumakis, Lussier, & Corrado, 2012)、虐待
(Lev-Wiesel, 2006)、犯罪及物质滥用 (Wh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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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ons, Havens, Smith, & Oka, 2009)等, 这一类
创伤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基于狭义的创伤, 即
特定的创伤性事件, 特别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
事件, 如大屠杀、战争、恐怖事件等。这两类创
伤并不能截然区分, 第二类创伤的代际传递具体
到每个家庭通常表现为第一类创伤传递的形式 , 
如通过养育方式(Kitamura et al., 2009)、依恋类型
(Miljkovitch, Danet, & Bernier, 2012)、沟通方式
(Giladi & Bell, 2012)等进行传递。本文主要以集
体性创伤性事件为主, 尤以大屠杀为例, 探讨创
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 

1  研究现状分析 

对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本身存在很大

争论, 总体研究结论迥异,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一是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大量

的临床资料显示创伤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 而研
究者却无法用客观可靠的测量工具证实这一点

(Kellermann, 2001a)。临床工作者通过观察、临床
实践和质性研究的方法, 报告创伤者的后代具有
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如创
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机制都是基于对个案访谈资

料的分析 (Kellermann, 2001a)。对于实验研究 , 
Kellerman (2000)对 1973~1999 年间的 35 个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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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 显示创伤者后代的患病率
并没有比控制组高, 除非创伤者后代面临生命威
胁的情境(Van Ijzendoorn, Bakermans Kranenburg, 
& Sagi Schwartz, 2005)。不过, 也有研究采用自评
问卷的方法发现, 在 689 个一战经历者的后代中, 
有三分之一(35%)的后代表现出 PTSD的临床症状
(Karenian et al., 2011)。不同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结
果差异, 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 

二是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结论不一致。Van 
Ijzendoorn等人(2005)对 32个样本, 4418个参与者
进行了元分析, 发现在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
子女的适应性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在非临床
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 
即创伤的代际传递只发生在临床样本上。越来越

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对孙辈的影响 , 
也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矛盾结论。Sagi-Schwartz, 
van IJzendoorn和 Bakermans-Kranenburg (2008)对
13个非临床样本, 共 1012个被试进行元分析显示, 
创伤者后代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临床症

状。对于非临床样本没有表现出创伤的代际传递, 
不管是直接传递还是隔代传递 , 研究者多采用
Paris (2000)的生物心理-痛苦模型来解释, 即认为
是否产生症状以及症状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创伤后

的社会支持。 
研究结论不一致, 有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

工具的差异。实验研究对于创伤者的判定主要是

基于参与战争与否, 或患有 PTSD 与否, 并没有
考虑到未参与战争和未患 PTSD 但同样也受到了
创伤性事件影响的事实。其次, 量化的测量工具, 
特别是临床所用的筛查工具, 多是创伤性影响到
达一定程度才被认为是创伤者, 非临床样本中也
有很多人经受创伤的影响但未获得临床诊断的认

可。再次, 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者多着眼于创伤
的消极影响, 也有很大部分的创伤者后代适应良
好, 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和功能损坏, 但这并不
能说明他们未受到祖父辈创伤的影响, 特别是对
于第三代及之后的后代而言, 创伤代际传递的内
容及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 创伤也可以赋予他们
积极的力量。 

2  影响创伤代际传递的因素 

创伤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

的结果。Rhee 和 Waldman (2002)对 51 对同卵双

生子和寄养子女进行的研究 , 以及 Tuvblad, 
Narusyte, Grann, Sarnecki和 Lichtenstein (2011)对
2600对同卵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基因因素在反
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中占 41%和 61%的比率。同
时, 环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Rosenthal (2011)发
现在同是大屠杀幸存者孩子的同胞身上存在着特

定的倾向, 他们都具有更多的人际问题和更低的
自尊。尽管如此, 也并不是所有创伤者的后代都
以同样的形式同等程度地受到父母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差

异性, 这主要体现在父母、个体自身和社会环境
因素等方面的易感性上。这些因素既可以直接影

响创伤的代际传递, 也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产生影
响(Testa, Hoffman, & Livingston, 2011)。 

在父母方面, 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父母的创伤
程度和患病人数。Davidson和 Mellor (2001)对比
了 3 组孩子的家庭功能情况。3 组孩子分别是父
亲参与战争并患有 PTSD, 父亲参与战争但没患
PTSD, 父亲没有参与战争, 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战
争并患有 PTSD 的孩子家庭功能最差。这也说明
代际传递来源于 PTSD 而非参与战争。但是这些
研究都是基于父亲的情况, 母亲对创伤代际传递
的影响鲜有研究, 这可能与男性是战争的主力有
关。另外, Van Ijzendoorn等人(2005)的元分析显
示, 在双亲(比起单亲)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
身上, 创伤的代际传递更容易发生。尽管很少有
研究能够明确表明父母创伤程度对创伤代际传递

的影响, 而且有研究显示父母患 PTSD 的严重程
度与孩子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没有显著相关, 但
有研究显示, 相比于 PTSD的严重程度, PTSD的
后果(如家庭暴力)是孩子痛苦水平更好的预测指
标(Harkness, 1993)。 

在孩子方面 , Rosenthal (2011), Dekel 和
Goldblatt (2008)探讨了孩子的性别、年龄、出生
次序和父亲受到创伤的时间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

响。关于孩子性别影响的研究比较少, 并且结论
不一, 有两篇文献显示父亲-儿子和父亲-女儿关
系中 , 男孩、女孩报告的痛苦水平有差别
(Harkness, 1993;Parsons, Kehle, & Owen, 1990), 
一篇文献显示创伤的代际传递没有性别差别

(Dansby & Marinelli, 1999), 并且这些研究都仅限
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关于年龄 , Dekel 和
Goldblatt (2008)发现大部分研究的孩子都是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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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 并且极少有研究对孩子的年龄进行控制, 
这就导致很难区分孩子的痛苦是由父亲的创伤传

递而来还是与特定年龄段(如青春期)的特征有关。
另外, Rosenthal (2011)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孩子
的同胞进行研究, 发现更年长的同胞具有更高的
创伤代际传递易感性, 原因可能是他们承担更多
的职责, 或者是出生于离战争结束更近的时期。
但如果是在父母创伤事件之前出生的孩子, 那可
能会因为有部分健康生活的经历而能减缓创伤的

代际传递(Dekel & Goldblatt, 2008)。 
环境因素, 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Paris 

(2000)在其生物心理-痛苦模型中认为, 创伤后的
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创伤症状的基线, 并且还可能
决定症状的具体形式。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 以
犹太人为例, 二战的幸存者被认为是纳粹政府的
被动受害者, 幸存者们倾向于忘记或者压抑他们
的遭遇。从小的社会环境来说, 若幸存者后代有
离家的经历(如上学、参加青年运动或夏令营), 与
父母的距离能使得他们更好地区分父母与他们自

己。在家庭环境中, 家庭如果加入幸存者组织, 在
家庭中能够以不恐怖的方式公开讲述受难的经历, 
那创伤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封闭的、对灾

难保持沉默的家庭 (Wiseman, Metzl, & Barber, 
2006)。  

3  创伤传递的内容 

从传统意义来说, 创伤主要产生消极的影响
和后果, 但我们发现创伤者的后代并非以同样的
方式来表现创伤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创
伤代际传递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3.1  症状的传递及其表现 

从心理健康方面来看, 症状的传递构成创伤
代际传递的主要内容。症状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

面。认知层面包括对灾难的预期, 对灾难重演的
恐惧 , 死亡侵袭感和对灾难经验的替代性分享
(Kellerman, 2001a)。在认知功能上主要表现为记
忆力受损, 注意力偏差, 刻板和负面歪曲的认知, 
这些认知干扰将导致高级认知功能的抑制, 防御
性行为以及紊乱的情感 (如抑郁、焦虑 ) (Kaitz, 
Levy, Ebstein, Faraone, & Mankuta, 2009)。在情感
方面主要表现为毁灭性焦虑, 迫害性的梦魇, 与
丧失和哀悼相关的躁狂心境, 面对未解决冲突的
愧疚和愤怒(Kellerman, 2001a)。 

与症状高度相关的是人际功能, 包括家庭功
能。创伤者后代的人际缺陷主要体现为过度重视

家庭中的依恋关系和对家庭的依赖性, 并夸大建
立亲密关系和解决人际冲突的困难 (Kellerman, 
2001a)。Harkness (1993)发现, 老兵们的教养方式
以控制、过度保护和苛刻为特征, 而安全依恋关
系的建立需要独立且对孩子的需求敏感的照料

者 , 任何形式的情感淡漠 , 分离和回避 , 以及过
度保护都将直接损害依恋关系的建立。并且, 父
母应对创伤的防御方式也会传递到孩子身上 , 
创伤者后代可能更多地采取回避、压抑、隔离的

行为方式。 
另外, 在创伤的具体传递过程中, 卷入其中

的每一代人有各自不同的症状和表现。Kahane- 
Nissenbaum (2011)纵向探讨了大屠杀在三代人身
上的不同症状和影响。他指出第一代创伤者主要

表现为患有 PTSD, 有更多的睡眠障碍、抑郁和分
离症状, 并且普遍以失语和记忆力损伤为防御方
式。创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长期的涉及情感、生

理、社交等各方面的损害。对于第二代创伤者来

说, 他们对 PTSD 的易感性比常人更高, 应对创
伤影响的方式更加复杂。一方面, 为了保护父母
不受到更多的伤害 , 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愤怒 , 
忍受来自父母的“幸存者内疚”,满足自身的发展需
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好父母, 并且还要补偿父母
因为自身受损而未能满足的不现实的期望。另一

方面 , 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依赖使得他们无法独
立。并且, 第二代创伤者还可能需要应对移民带
来的压力, 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并帮助父母适应新
的日常生活, 甚至成为“父母的父母”。所以对他们
来说, 创伤的影响意味着负重累累, 既要忍受内
疚, 压抑愤怒, 还要照顾父母, 承担压力和期望。
第三代依旧很重要并且有其特殊意义, 因为一般
来说第三代是和原初创伤者现实接触的最后一

代。Kahane-Nissenbaum (2011)根据 Viktor Frank
存在意义理论设计的实验结果显示, 第三代创伤
者更多地将祖辈的创伤经历视为宝贵“遗产”和力
量的源泉, 视祖辈为英雄而非受害者, 对祖辈幸
存的能力持有敬畏之心。他们显著的特征是对灾

难制造者以及否认灾难发生的愤怒, 也包括对自
己未能在祖辈有生之年与之交流和询问的悔恨 , 
他们自觉拥有保存和传承这份历史的职责, 并且
具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使命感。并且,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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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者更加珍视与身边人的关系, 对祖父辈赋予
的生命和生活充满感恩珍惜之情。 
3.2  任务的传递及其应对 

其次, 从家庭层面来看, 创伤的代际传递是
任务的传递。幸存者后代接收到的家族任务不同, 
对创伤的应对方式不同。比较典型的任务有以下

几种。其一, 修复父母。自觉承担这个任务的孩
子将父母视为生命的全部, 成为父母情绪情感的
储存器, 被迫处理父母无法消化的羞耻感、暴怒、
无助和内疚等情绪(Fromm, 2006), 束缚在父母身
边无法分化。其二, 雪耻复仇。无论是大屠杀还
是其他集体性创伤, “受害者”的身份都蕴含着深
切的耻辱与愤怒。亲历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们大

都忍气吞声, 自轻自贱, 苟且偷生。他们或者暴怒
或者缄口沉默, 耻辱、怨恨和无助的气息弥漫着
整个家庭 , 诱使着他们的后代替为表达或者改
变。其三, 充当替代品, 包括充当去世者和存活者
的替代品。前者主要是替代儿童, 他们的任务就
是延续某人的生命, 不断地填补家人甚至整个民
族的空虚(Kogan, 2003)。“在这种传递中, 父母或
其他重要个体将来自于年长个体心理的预先设计

的自我或客体表征, 寄存在一个孩子发展中的自
我表征上” (Volkan & Ast, 1997)。存活者的替代品
是指不断地满足幸存者尚未完成的愿望, 肩负着
沉重的期望与压力。其四, 弥补重大的损失。幸
存者常会觉得是自己没能阻止或造成了灾难的发

生 , 这一方面与幸存者内疚 (survival guilt)有关 , 
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过度补偿行为。如幸

存者后代常见于社会工作者、身心疾病治疗者、

育人工作者、律师等助人职业中 (Wardi & 
Goldblum, 1992)。其五, 保存历史、诉诸于众。
一些幸存者后代致力于追寻家庭的记忆, 或投身
于创伤事件的资料收集、出版发表工作中, 具有
保存家庭、民族历史的使命。 
3.3  身份的混乱及其后果 

再次, 从个体层面来看, 创伤的传递是身份
的传递。受父母创伤影响的孩子过度认同父母的

受害者角色, 对父母的损失进行过度补偿, 甚至
成为逝者的替代品(Kogan, 2003), 这些都导致自
我界限的缺失和模糊, 以致孩子无法成为一个独
立的个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许多在波兰的大屠
杀幸存者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换成更为安全的天

主教徒和波兰人身份。但是当他们一直认为自己

是天主教徒的后代, 发现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时, 
他们突然面临着一种窘境(Muller-Paisner, 2002)。
首先, 犹太人身份带来耻辱。他们面临着去尝试
理解家族遭遇大屠杀的恐惧, 尝试去形成一种新
的世界观与经验。其次, 身份感遭到损坏。天主
教与犹太教双重身份的矛盾和分裂使得他们的身

份感及自我认同感遭到破坏甚至丧失。再次, 与
父母及亲人的关系遭到破坏。无论选择和亲属相

同的身份, 还是划清界限另择身份, 都使得亲属
间的情感联结受到严重的威胁。即使是有部分幸

存者后代接纳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追寻家庭的历
史, 但他们的父母未必愿意承认和回忆他们的犹
太人生活, 更不用说允许他们的孩子回归犹太人
身份(Muller-Paisner, 2002)。 

4  创伤代际传递的解释模型 

在与父母相处过程中, 通过父母受到创伤影
响的具体生活细节, 后代可以感受到创伤的传递, 
如体貌特征, 父母向后代讲述受难过程中留下的
疤痕; 在后代人身上看到灾难中丧生亲人的身体
特征, 如蓝眼睛(Fromm, 2006); 在后代人身上回
忆起战争中的经历 , 如条纹衣服、马丁靴
(Kellermann, 2001a); 听到后代唱起某首特殊意义
的歌 (Fromm, 2006); 或者幸存者看着后代的眼
神、无言的眼泪和半夜的尖叫; 以及和去世的亲
人一样的名字等等, 这些都足以勾起幸存者对创
伤的回忆, 激起他们各式各样的反应。而作为后
代, 也会慢慢在父辈的反应中习得家庭的某些规
则和行为方式, 意识到一些异样和秘密的存在。 
4.1  创伤的消极影响 

Kellermann (2001a)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 , 
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深层机制, 提出心理动力
模型、社会文化模型、家庭系统模型和生物模型。

之后, Sotero (200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历史性创伤
的模型。 

心理动力关系模型认为创伤通过人际关系 , 
传递了无意识中被置换了的情感。精神分析强调

创伤通过无意识的认同过程进行传递, 是自体和
客体分化失败的结果。即原初创伤者无法在意识

层面表达的情感传递到后代身上, 被后代无意识
接收, 并以各种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完成一个
“投射性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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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模型认为创伤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

了养育模式和社会角色。文化方面体现在社会规

范和信仰对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 如社会倾向于
将战争或强奸等带来的创伤视为被动受害或者羞

辱。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

来学习, 强调孩子如何通过父母的养育行为来形
成自己的意象。父母的拒绝、过度保护、过度纵

容或严厉, 或者前后不一致被认为是对孩子影响
最大的因素。另外, 依恋理论也与父母的教养行
为密切相关。安全的依恋关系需要父母稳定和敏

感的照顾, 受创伤影响的父母因自身的不稳定无
法提供给孩子安全的依恋模式(Weingarten, 2004), 
从而造成养育的创伤。 

家庭系统模型认为创伤通过沟通传递了家庭

成员之间相互缠绕和羁绊的关系。创伤家庭的外

部联系经常局限于他们自身或者和他们有相似经

历的人群。在封闭且狭小的交际圈内, 父母和孩
子经常替代性认同, 父母通过孩子存活, 孩子体
验父母的创伤, 边界模糊混乱。以致父母无意识
拴住孩子, 孩子既愤怒又内疚地照顾父母, 甚至
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发生互换。而这些都发生在无

意识层面 , 通过非言语的 , 模糊的 , 内疚导向的
沟通方式一唱一和。过度的沉默导致很多创伤者

后代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和父母交往时的感受, 而
只是“难以名状的悲伤和恐惧”。同时, 沉默也意味
着否定和冷漠, 将引导孩子形成怯懦和退缩的行
为方式。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过度公开与创伤

相关的细节, 并且缺乏正确的引导(Sagi-Schwartz et 
al., 2008)。特别是年幼的孩子无法消化大量的负
面信息并且会通过想象夸大事情的恐怖性。另外, 
家庭氛围, 如持续的家庭暴力会产生长期的消极
影响(Sagi-Schwartz et al., 2008); 家庭角色的缺席, 
包括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缺席; 家庭角色不稳定, 
如父母突然变得回避冷漠或易激惹暴怒, 让孩子
丧失对父母角色的一致性, 变得不知所措或者归
咎于自己; 家庭结构不稳定, 父母关系因创伤事
件的影响而糟糕或破裂, 都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发
展造成不良影响(Kelly, 2011)。 

生物模型认为创伤通过基因传递了对 PTSD
的遗传易感性。生物模型假定创伤的代际传递中

是基因或遗传素质被传递给了后代, 就像遗传性
疾病一样。它假定基因具有记忆代码, 记忆代码
通过大脑的电传递或化学传递传达给后代。

Yehuda, Halligan和 Bierer (2002)发现相比对照组, 
双亲都患有 PTSD 的孩子其皮质醇水平最低。并
且, 研究者也发现 PTSD 的促发(Kilpatrick et al., 
2007)、与虐待相关的抑郁(Kaufman et al., 2006)
和痛苦的生活事件(Caspi et al., 2003)都是遗传因
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4.2  创伤的积极意义 

以上模型都是针对创伤的病理特征而进行的

解释, 其后 Kahane-Nissenbaum (2011)引入 Viktor 
Frank 的存在意义理论, 从积极的角度出发, 寻求
创伤代际传递对个人和人类的意义。 

存在意义理论认为人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获得

快乐或避免痛苦, 而是了解生命的意义, 明白为
何而活(维克多, 1998)。Frank 亲身经历集中营磨
难之后提出意义治疗法, 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因人
而异, 因时而异。一个人不能寻求抽象的生命意
义,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职和使命, 需要具体地
去实现,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主要的本质。意
义有 3 个来源：通过创造和工作, 通过某种经历
感受或与某人相遇相爱, 通过对不可避免的苦难
所采取的态度。当一个人面临无可改变的厄运 , 
创造性价值和体验的价值都难于实现时, 他也得
到了一个机会, 去实现最深的意义与最高的价值
—— 态度的价值。当然, 只有在痛苦是不可避免
的时候, 忍受痛苦才具有巨大的价值。从某种意
义上讲, 当发现一种受难的意义时, 受难就不再
是受难了。可见, 存在意义理论更少地回溯过去
对现在的影响, 也不以代际联系为中心, 而将目
光朝向未来, 指向意义的追寻, 更多地重视创伤
代际传递有可能的积极作用, 这给创伤代际传递
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 

5  创伤代际传递的诊断与治疗 

5.1  创伤代际传递的诊断 
现今临床上最常用的创伤诊断工具是

DSM-IV, 其中有关 PTSD诊断标准已被广泛接受, 
但 PTSD诊断项目并不能区别出不同程度的创伤, 
为更准确地反映出创伤症状在代际间的传递 , 
Kellermann (1999)专门针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
代提出了“大屠杀幸存者症状” (holocaust survivor 
syndrome)、 “儿童幸存者症状 (child survivor 
syndrome)”和 “第二代症状 (second generation 
syndrome)”的概念。其中, “大屠杀幸存者”是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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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大屠杀时已经成年的幸存者, “儿童幸存者”是
指经历大屠杀时年龄未满 16 岁的幸存者, “第二
代”即是指前两类幸存者的子女, 也称“幸存者的
孩子”。 

整体来说, 这些对象对于大屠杀事件的反应
方式是有差异的, 临床诊断的侧重点也所不同。
对于当时已成年的大屠杀幸存者来说, 抑郁是一
个典型的特征, 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更适宜对这
一类人群的诊断。儿童幸存者的症状虽然也有很

多表现形式, 但整体上更倾向于复杂型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 并根据创伤的年龄常伴有不同程度的
人格障碍。而幸存者的第二代一方面会被神经症

性的冲突和认同问题带来的焦虑所折磨, 另一方
面也会因为社交和职业功能的受损而被认为具有

人格障碍。另外, 也因为第二代的父母大多数缺
乏养育经验, 子女多数存在发展缺陷以及分离个
体化失败, 所以他们对环境及自身持有僵硬的、
适应不良的认知模式, 也因此 Kellermann (1999)
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诊断类别—— “创伤传递综合
症(transmitted trauma syndrome)”。 
5.2  创伤代际传递的治疗 

代际创伤的治疗与其他创伤的治疗并无根本

的区别 , 只是代际创伤的治疗更强调创伤“一脉
相承”的特点 , 把个体的历史放到所处环境的历
史当中去理解, 并试图整合。对于创伤后应激障
碍, 精神分析取向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行为取
向治疗及辩证行为疗法(DBT)都是很有效的治疗
方法(Goldsmith, Barlow, & Freyd, 2004)。大体上
来说, 基于传统的家庭或婚姻治疗模型的系统性
治疗(systemic treatments)致力于缓解症状 , 减少
创伤引起的压力, 支持性治疗(support treatments)
侧重于改善关系 , 增加社会支持 (Galovski & 
Lyons, 2004)。除此之外, 代际创伤的治疗更要求
历史背景与现实情况的结合, 个人境遇与社会环
境的结合。如 Goldsmith, Barlow和 Freyd (2004)
认为,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治疗来说, 对创伤性经
历的意识水平是治疗有效性的关键, 这不仅是个
人层面上意识到创伤性经历的存在及其影响, 还
有专业学科以及整个社会对创伤的意识水平和承

认程度。 
很少有人对创伤者及其后代进行代际之间的

联系同时又加以区分, 至今还没有专门针对代际
创伤的治疗。Kellermann (2001b)根据自己在

AMCHA (以色列的一个心理援助中心 )的经历 , 
将来访者的症状与家庭经历的创伤结合起来理解, 
并强调代际之间的差异, 总结出大屠杀幸存者及
其后代各自的特点及更适合的治疗方式。 

对大屠杀幸存者来说, 最为迫切的是症状的
缓解。对于大屠杀的经历和痛苦的记忆, 他们试
图压抑、否认并忘记, 所以创伤性经历得到承认、
言说和情感表达是治疗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 , 
保持记忆要好于试图否认和遗忘。提供希望和安

全、信任的关系, 让他们能够进行充分的哀悼是
很重要的。 
对儿童幸存者来说, 他们在更小的年龄经历了

大屠杀 , 经受的损伤更大 (Fridman, Bakermans- 
Kranenburg, Sagi-Schwartz, & Van IJzendoorn, 2011), 
治疗也更加棘手。对于他们来说, 治疗的重点在
于尽快恢复情感的平衡和功能的完整。如, 巩固
现有的防御和应对机制, 预防潜在应激源的影响, 
增强自我的力量, 使得他们能够面对被抛弃、被
亲人暴力折磨的悲痛经历。并且在咨询师充当好

母亲的抱持性关系中, 他们可以通过替代认同习
得好的情感体验, 增强应对丧失的能力, 并对生
活和认同的来源持有新的视角。对于当时年幼的

他们来说, 很多痛苦的经历还尚未到达言语表达
的水平, 所以像艺术、创造性书写、音乐或者舞
动疗法等表达治疗可能更易于情感的表达。 

对于幸存者的孩子来说, 创伤代际传递的概
念尤为重要。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模糊地意识到

父辈的创伤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他们找不到合适
的方式来表达看起来毫无根据的愤怒、焦虑和抑

郁等情绪。也因此, 幸存者的孩子的治疗多集中
在鼓励情感和想法的自由表达上。精神分析取向

的心理治疗能够使他们更多地意识到无意识或者

前意识的内容。团体治疗也能让来访者相互交流

和比较各自的经历, 进而使他们更接纳自己, 发
展出一种独特的“第二代”身份认同。这些治疗都
有助于他们找到问题的根源 , 并进行逐步的整
合。另外, 很多第二代孩子的问题都集中在与父
母关系的纠葛上, 治疗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孩子与
父母分离, 获得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 

6  研究的问题及启示 

创伤的代际传递研究的问题比较多集中于研

究方法上。大多数的研究是质性研究, 即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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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案研究的方式, 研究结论基于临床工作的观
察和发现, 很少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
多采取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范式, 获得了很多研究
成果, 但依然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在组别
的设置上,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采取创伤组和非
创伤组两组对照, 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设置了三个
组 , 对创伤的代际传递是由于患 PTSD 的影响 , 
还是参与战争的影响进行了区分 (Davidson & 
Mellor, 2001)。在样本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偏差。对于元分析来说, 几乎所有的元分析都
排除了个案研究的文献, 并且对入选的实证研究
也有具体的要求, 所以这样得出来的元分析结果
只是基于部分的研究, 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对
于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说, 被试的抽取可能是通过
一次会谈或者是治疗项目, 这些被试本身就具有
临床症状, 在他们身上来测量创伤的代际传递可
能说服力不够, 这也很有可能是临床资料支持创
伤代际传递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另外, 研究者
逐步意识到在施测方法上要更加重视量化和质性

研究方法的结合。传统的测量养育行为的工具可

能并不能反映新情境下的养育方式(Kellermann, 
2001a), 对于重大创伤等非平常性事件 , 自我报
告、半结构访谈, 讲故事等质性研究的方式可能
更加适合。再者, 现有的实证研究很少涉及到母
亲的创伤对孩子的影响 (Cort, Toth, Cerulli, & 
Rogosch, 2011), 但是母亲对于亲密关系和依恋模
式的建立非常重要(Belt et al., 2012)。 

值得关注的是, “代际传递”的说法本身侧重
于祖父辈作为施与方的主导性, 而轻视了后代作
为承受方的自主性。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 创伤
者的后代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并不是所有创伤
者的后代都被卷入了祖父辈创伤的漩涡。对于祖

父辈的创伤性影响, 后代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主
性来选择承接什么, 承接多少, 以及以何种方式
承接,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 “代
际传承”的说法可能更兼顾祖父辈和后代双方的
自主性。同时, 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过少地关注
其积极方面。创伤者的后代可能获得了创伤后成

长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Tedeschi & 
Calhoun, 1996), 在与创伤性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
后体验到了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 如习得了父母
成功应对创伤的方式, 变得更加独立自主, 幽默
智慧等等。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把注意力放在祖父

辈经历了创伤但依旧适应良好的孩子身上, 他们
身上可能具有的资源也许正是打破创伤代际传递

的突破口。并且, 创伤后成长概念的提出一改心
理病理领域一直以缺陷为基础的研究预设, 强调
创伤后个体自我恢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涂阳军, 
郭永玉, 2010), 也为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了
一个积极的视角。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为何国内关于创
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如此缺乏。国内关于创伤代际

传递的研究仅限于攻击(刘莉, 王美芳,  邢晓沛, 
2011)、体罚(邢晓沛, 张燕翎, 王美芳, 2011)、依
恋模式(陈琳, 桑标, 2005)等狭小的领域, 而缺乏
对我国集体性创伤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作者

之所以对集体性创伤进行强调是有两方面的考

虑。首先, 集体性创伤波及的范围大, 影响深。其
次, 集体性创伤, 特别是应对集体性创伤的方式
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国民性和文化, 而所属的文
化和社会背景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深远的影响。

例如中国的孝道是否与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密切关

系, 中国的亲子位置是否和西方有所不同, 权利
和负债又是如何,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徐汉明, 盛晓春, 2010)。事实上, 我们存在太多
的集体性创伤, 如南京大屠杀、唐山大地震及文
化大革命等。这些集体性创伤己经分别经历了许

多代人, 必然存在创伤代际传递的事实, 值得深
入研究。以文化大革命为例, 国内有很多关于文
革的述评、回忆录、概论、评议类文章但缺乏系

统的研究, 并且大部分集中在政治、经济及文学
等方面。虽然也开始有研究者对文革进行心理学

研究, 如关于精神创伤(俞佩淋, 2011)、集体记忆
(艾娟, 2010)的研究, 但缺乏具体探讨文革对民众
心理健康影响及代际创伤治疗的研究。希望通过

对创伤代际传递概念的引入,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
的借鉴, 有助于我们自身尝试着去认识我们的集
体性创伤, 以及创伤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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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equences of traumatic event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persons immediately exposed to the 
event, and they often affect her or his offspring. The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from the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found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was mainly manifested by symptom, task and identity. It also explained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with psychological dynamics, socio-cultural, 
family systems, physiology and meaning of existence. The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anifestation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ong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nd then concerned with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valu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omestic collective trauma, such as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nd 
wars. 
Key words: traum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